“話語”還是“意識形態”？
――福柯批評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三條理由的翻譯哲學解讀
單繼剛
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解讀福柯對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批評的三條理由，探討了話語理論與意識形態理論對真理、主體、決定論的不同看法，以及這些不同看法可能對翻譯哲學理論和實踐造成的影響。福柯話語理論中不乏矛盾之處。這些矛盾至少可以有兩種解釋：馬克思的影響無法擺脫，同一作者的文本並不能構成一個整體。
關鍵字 權力 話語 意識形態 翻譯
儘管蜜雪兒·福柯很少直接談到翻譯問題，“對他的著作與同樣面對著排斥、限制和控制問題的女性主義或後殖民主義作家的作品之間的關係似乎也缺乏真正的興趣”，
但他還是被視為後殖民翻譯理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其實，這並不難理解。對於那些關注翻譯中的“挪用”和“暴力”現象的人們來說，他所創立的權力－話語（知識）分析模式提供了這樣一種思路：翻譯不過是一種話語製造過程，始終處在權力目光的凝視之下――“在每個社會，話語的製造是同時受一定數量程式的控制、選擇、組織和重新分配的，這些程式的作用在於消除話語的力量和危險，控制其偶發事件，避開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質性。”

    “話語”（discourse）這個詞，在福柯的著作中有特別的含義，它不僅僅是由辭彙和語法構成的符號系統，不僅僅是語言，而是語言的一種分類標準，是從特定角度所看到的語言的一個層面。“誠然，話語是由符號構成的，但是，話語所做的，不止是使用這些符號以確認事物。”
正是這個“不止”，為話語理論打開了空間。“考古學”和“譜系學”
都拒絕把話語當作形式、能指、指稱來研究，而主張透過語言的內容、所指、意義，探尋它們與所言及的物件之間的“實踐”關係，探尋關於物件的解釋性偏差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或者說，物件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
話語是同質性的“陳述群”。福柯相信，關於同一物件（實際的和建構的），總是有不同的“陳述群”或“話語圈子”。同一“陳述群”或“話語圈子”內部的陳述具有連續性、次序性、對應性，它們相互作用，相互連接，形成不同的等級，從而使這些陳述構成一個有規則的“整體”。從歷史上看，關於某個物件的陳述是“散佈”的，可是，“如果我們能夠在一定數目的陳述之間，描述這樣的散佈系統，如果我們能夠在物件、陳述類型、概念和主題選擇之間確定某種規律性（次序、對應關係、位置和功能、轉換），那麼，為方便起見，我們說我們談到了話語構成（discursive formation）。”
不同的陳述系統形成了不同時期的“科學”（或“學科”），在這個意義上，科學（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都是話語，知識，不過是規範化和體系化的話語。
初步看起來，福柯的“話語”與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有某些相似之處，兩者均具有“內部同質”特徵和“塑造”功能。然而，福柯卻認為，“意識形態概念難以應用”，理由有三條。
這三條理由分別涉及到真理、主體、決定論問題。對它們的不同看法造成了意識形態理論與權力－話語理論的關鍵差別。本文主要在翻譯哲學語境內討論福柯的觀點，並將它們與馬克思的觀點作適當對比。
一、真理
福柯反對意識形態概念的第一個理由是：“不管人們願意與否，這個概念同真理之間始終存在潛在的對立。然而，我認為，問題並不是要在話語中劃分什麼具有科學性和真實性，什麼屬於其他性質，而是如實地瞭解在本身非真非假的話語中，真理效應是如何產生的。”
福柯認為，“真理”是“真理意志”（will to truth）的產物，是“權力”製造的“話語”。“當然，若從命題的層次，從話語的內部來看，真理和謬誤之分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可修正的；既不是體制性的，也不是暴力的。然若我們換一角度，當我們詢問貫穿我們話語的這個真理意志……曾是什麼，又通常是什麼，一般是什麼樣的一種區分控制著我們的求知意志時，則我們看到成形的也許就是類似排斥系統的東西，一種歷史的、可修正的和制度性的限制系統。”
這個“真理意志”實際上也就是一種不斷建立規範化真理王國的內驅力，它貫穿于一個社會開發、運用、評估、分配知識的整個過程中。真理因其形式的必然性具有遮蔽真理意志的功能，我們往往因此意識不到真理意志的存在，無法辨認出真理意志的“欲望”或“權力”性質。
所以，真理不在權力之外，真理問題歸根到底是個權力問題，真理的生產不可避免地與歷史上具體的權力機制密切相關。“每個社會都有其真理制度，都有其關於真理、也就是關於每個社會接受的並使其作為真實事物起作用的各類話語的總政策；都有其用於區分真假話語的機制和機構，用於確認真假話語的方式；用於獲得真理的技術和程式；都有其有責任說出作為真實事物起作用的話語的人的地位。”
真理作為一種“發明物”，服從於特定社會群體控制真理的本能、衝動、欲望，它總是受污染的、被征服的和從屬的。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尼采的強烈影響，“真理意志”不過是重新得到闡釋的“權力意志”。福柯幾乎是重複了尼采的觀點：真理本質上不過是一種“幻相”。
真理話語既非真的，也非假的。或者說，真理意志（權力）區分了兩類話語，真的和假的，而它們完全不能以認識論的標準來衡量。所以，福柯主張，對真理問題的研究不應該從認識論的角度進行，而應該從政治學的角度進行，不應該研究話語的真假值，而應該研究話語的“真理效應”是如何產生的，話語的排斥程式是怎樣的和如何發揮作用的。
福柯以歷史上關於瘋癲的話語為例，分析了其中的真理性問題。他的研究表明，瘋癲是排斥程式的產物，而不是一個獨立的生物學事實。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18、19世紀關於瘋人的話語各有不同，無論瘋人以何種形象出現在語言中，嚴格地講，“瘋人”是不存在的。不同時代的人們只是以不同的陳述塑造不同的瘋人形象，不同的時代有關於瘋癲的不同的真理話語。福柯所說的瘋人，可以理解為現代精神病學（何嘗不是一種話語）意義上的瘋人，也可以理解為一群通常被稱為“藝術家”和“思想家”的人――他們行為古怪、標新立異、桀驁不馴、衝動放肆、敏感多疑、喜怒無常、刨根問底而又製造麻煩――即使是今天，也經常聽到不少人稱他們為“瘋子”（何嘗不是一種話語）。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福柯將瘋人形象與殖民話語中的東方形象聯繫起來考察，通過闡明兩者共同的邊緣性存在狀態，深刻地揭露了殖民邏輯。“在西方理性的普遍性中，有這樣一個分割，那就是東方；東方，被當作起源，被想像成駭人的一點，由此衍生出鄉愁和回憶的允諾。東方，呈現在西方殖民理性面前，卻又永遠無法接近，因為它總是限度；是西方形成和標劃分割線時的最初的黑夜。儘管西方要到東方去尋找自己的原初真理，但東方總是一切其所不是的東西。”
真理意志製造了理性與瘋癲的區分：東方是瘋癲的，而西方是理性的，因而東方必須被西方規訓、懲罰、禁閉和改造。殖民者在對東方作品的翻譯中，始終貫穿著這種區分，一味展現東方的非理性形象，從而使翻譯作品成為賽義德所謂的“東方主義”話語的一部分。
久而久之，那個東方形象成為經典的、牢不可破的、不可或缺和無可懷疑的東西，成為一種“知識型”（episteme）。根據福柯，知識型是某一時代某一社會群體特有的、經過整理的知識總和，“是當我們在話語的規律性的層次上分析科學時，能在某一既定時代的各種科學之間發現的關係的整體”
 。它打開了特定的認識空間，提供了某種思維和推理的普遍形式，規定著某個時代的某個群體能夠思想什麼和不能夠思想什麼、能夠說什麼和不能夠說什麼。它起到篩檢程式的作用，使得那些有害於東方主義話語的“反話語”要麼被移除，要麼被改頭換面。
“裝置”（apparatus/dispositif）是福柯後期著作中更喜歡使用的一個詞，比“知識型”的含義更廣，指的是能把多種異質性因素（話語的以及物質實踐的）整合在一起的機制或構造，這些因素包括話語、機構、建築形式、規章、法律、行政手段、科學陳述以及哲學、道德和仁愛命題等等。“裝置”具有“戰略”本質，它對這些因素進行操縱，在特定方向上發展它們，阻撓它們，穩定它們，利用它們，因此總是與權力遊戲相關。但它也總是與知識的協調性相關。這種協調性發端於裝置，又構成裝置的條件。一個裝置只支援某些類型的知識，並受到某些類型知識的支持。
 

知識型或裝置使得話語呈現出“稀缺化”（rarefaction）的特點：在任何時代，大量能夠被說出來的東西並沒有被說出來，與可以用自然語言來表述的可能陳述的豐富性相比，實際上只有相對而言很少的事情被說出來了。
 

按照福柯的這種思路，人文、社會科學文本的翻譯，不能用“忠實”標準來衡量。它們在特定權力影響下進行，是某種知識型框架內的解讀，與受別的權力或知識型宰製的翻譯相比，既不顯得更“真”，也不顯得更“假”。也可以說，翻譯的“忠實”，不是認識論標準，而是政治學標準。“我堅信真理的存在，以致不得不假設有多種多樣的真理，和對真理不同的表述形式。”
套用福柯的這句話，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福柯影響下的翻譯原則：我堅信忠實的存在，以致不得不假設有多種多樣的忠實，和對忠實不同的表述形式。實際上，這正是後殖民譯者和女性主義譯者對“忠實”的理解。他們/她們認為，翻譯的忠實，並非對“原文”的忠實，而是對某種“翻譯方案”的忠實。
雖然“考古學”的對象主要是人文、社會科學，但無疑也包括自然科學。考慮到這一點，人們有理由追問，自然科學文本表達的不是一種普遍性的思想系統嗎？雖然在權力影響之下，它不是仍能夠透明地在另一種語言中再現嗎？即使僅就人文、社會科學文本而言，人們仍有理由追問，權力影響下的翻譯就不能進行認識論分析嗎？至少，某些經過多次驗證的譯法不是不可反駁的嗎？
這顯然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提問方式。馬克思曾經仔細區分了意識形態的三種含義：意識總體、虛假意識以及階級意識。無論那一種意識形態，都可以從認識論上判明真假，即使是“政治性”很強的階級意識也不例外。作為“意識形態”的翻譯，是為階級服務的，如果是為衰落的、不符合歷史潮流的階級服務的，那它就是不正當的，如果是為上升的、符合歷史潮流的階級服務的，那它就是正當的。這種倫理考量基於對歷史規律的理解，而不影響對譯文是否真實地再現原文的經驗判別。
如果福柯將關於真理的觀點堅持到底，無疑會滑入一種粗糙的懷疑論，並會導致一些與常識相悖的錯誤。福柯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辯解道，譜系學是“反科學”的，並不意味著要對“愚昧或無知”進行“詩意的辯護”，而只意味著知識的真假問題超出了譜系學討論的範圍。譜系學並不關心知識的真假，而只關心為什麼某些知識能夠以真理和科學的面目出現，而另一些不能。
所以，福柯並沒有完全否認可以對真理進行認識論分析的可能性。
二、主體
福柯反對意識形態的概念的第二個理由是：“意識形態必然要參照作為主體的某樣東西。”這裏的“主體”意思很明確，指的是統一的、固定的“團體”，主要是“階級”，而不是絕對自由、不受限制的“個體”（雖然福柯也反對這種“薩特式”主體）。
福柯承認有“階級”這樣的組合存在，但它是不穩定的、內部分裂的和臨時性的。一個人可以有很多身份，階級身份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在某些時刻並不重要。一個“資產者”可以是個白人，也可以是個黑人，可以是個男人，也可以是個女人，可以是個基督徒，也可以是個穆斯林，可以是個殖民者，也可以是個受殖者。“無產者”的情況也是如此。一個人擁有多種身份，意味著他/她潛在地屬於不同的團體。從一種身份看，他/她可能是個統治者，從另一種身份看，他/她可能是個被統治者。既使是同一個身份，權力的網路性質也決定了他/她既是統治者又是被統治者。所謂的統治與被統治的身份，並不是能夠輕易辨識的，要簡單地憑藉與生產資料的不同關係或利益關係而把社會成員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並把他們/她們們之間的關係認定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對福柯來說是不可思議的。
J. 丹納赫等人以一個虛構的當代印尼婦女為例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這個印尼婦女既是一名律師又是穆斯林，她想要確定自己真正的政治傾向。作為一個穆斯林，她或許支持當地的伊斯蘭教黨派，這個黨派承諾要幫助沒有社會地位的階級，清除腐敗現象。但是她又擔心一個伊斯蘭教政府可能傾向原教旨主義，制定一些法律限制婦女的地位從而威脅到她自己的事業。她也許支持當權的黨派，這個黨派得到軍隊、富有階級和一些中產階級專業人員的支援。而且她的父親，一位退役將軍，是這個黨派的領袖之一。但是她不喜歡政府對人權的輕視，這一點上，她認同那些主要由學生、知識份子和像她本人一樣的專業人員組成的改革團體。但是她知道改革者如果掌權，她和當權黨派密切相關的家庭就會受到牽連――她父親甚至會鋃鐺入獄。那麼她的真正的政治傾向究竟是什麼呢？婦女、穆斯林、律師、女兒、一個有社會覺悟的人，這些身份彼此交叉纏繞，有的還存在明顯衝突，使她不能僅根據某一種身份就能輕易地做出決定。

圍繞個體的每一種身份都有一種或多種話語，每種話語在不同的時刻涵蓋了不同的個體，同一個體在不同時刻由於身份不同而分化、溶解在不同的話語之中。身份就像一件象徵某種權力的外衣，在不同的時刻，不同的人穿上這件衣服，就行使與這件衣服相稱的權力，說出與這件衣服相稱的話語。當你脫下這件外套，換上另一件外套，你又行使與那件衣服相稱的權力，說出與那件衣服相稱的話語。在這個意義上，話語也就失去了（統一的、固定的）主體。可以說，話語並不對應（統一的、固定的）主體，而對應當下起作用的身份以及與這種身份相關的權力，話語不是由（統一的、固定的）主體製造的，而是由那些在某些時刻以某種身份出現的個體所製造的。更準確的說，話語也不是由個體製造的，而是與個體身份有關的權力的產物。權力網路為個體提供了一大批可以佔據的“主體位置”。一系列陳述是由某些權力統一起來，而不是由不變的主體統一起來。
福柯接受了尼采關於權力是“力量之流”的說法，認為權力流動的，不是某種可以獲得、奪取或分享的東西，不是某種可以保留或喪失的東西。權力只能“行使”，而不能像私有財產那樣“擁有”。不是個人或團體“擁有”權力，而是權力在特定時刻流動到他們所處的位置，並通過他們發揮作用。每個人都可以憑藉某種身份在某些時刻行使某種權力。因此，權力不應該被看作某個人對他人，以及某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穩定的統治。在絕對君主制時代，可以說國王或女王“擁有”權力，因為權力被視為上帝賜予的“禮物”。但是，在古典時代和現代，權力的位置被清空了，權力不再屬於任何人。即使君主依舊處於統治地位上，他們也不再以個人名義掌權了。權力在不同的團體、事件、機構和個人之間流動，這種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是權力之間彼此協商、合作、競爭、衝突的結果。
福柯取消了階級主體，當然也就不會承認國家主體，不承認國家有任何的代表性了。在他看來，國家是許多分散的權力場所，議會、行政部門、法院、警察局、監獄、兵營、殖民地……無名人物以議員、公務員、法官、警官、典獄官、軍官、殖民者身份在這些無名地點行使著權力。不同權力製造出不同的話語，這些話語有的相互協調，有的相互對抗。
由“身份”衝突引起的翻譯不確定性受到了後殖民翻譯理論和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高度重視。當一個西方人以殖民者身份蒞臨東方的時候，他/她的其他身份都不再重要了，無論他/她是記者、教士、遊記作家、職業譯者、人類學家、地理學家、商人、軍人、還是官員，他/她理解東方的方式，將“西方”文本翻譯到“東方”或將“東方”文本翻譯到“西方”的策略，最後都是由他/她的殖民者身份決定的，都是由殖民者統治東方領地和民族的意願決定的。同樣，當一個男性主義者在從事翻譯的時候，無論他是什麼職業，什麼階級，什麼國家，什麼民族，什麼宗教，他都會有意強化語言中的“男性標記”。反過來，如果一個受殖者對“殖民者的語言”感到厭惡，一個女性主義者對“男性的語言”感到厭惡，那麼他們/她們在翻譯時也會採取某種抵抗性的策略。

福柯的“反主體”理論引起的另一個問題是，誰在翻譯有什麼關係呢？無論譯者是誰，只要他以某種身份在翻譯，他就淪為這種身份話語的某種功能。在某種特定的話語構成和知識型中，“譯者”也是一件外套，誰來填充它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件外套規定了這個人必然說出的東西。
相信馬克思會同意這種觀點。但馬克思要問福柯的是，在人的不同身份中，階級身份究竟處於一種什麼地位？在各種不同的話語中，階級話語究竟處於一種什麼地位？能不能對譯者進行階級分析？能不能對各種身份話語進行階級分析？這種分析是否具有意義？階級話語或意識形態與國家權力到底是什麼關係？
馬克思認為，在人的所有身份中，階級身份無疑是最重要的，與其他身份相比處於基礎性和決定性地位。這是因為，社會關係的本質和主要內容是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的本質和主要內容是階級關係。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黑人還是白人，基督徒還是穆斯林，殖民者還是受殖者，都是處於特定的生產關係因而也處於一定的階級關係中的。無論是男性話語還是女性話語，黑人話語還是白人話語，基督徒話語還是穆斯林話語，殖民者話語還是受殖者話語，其內部都可以區分出不同的階級話語。以”非階級話語“形式出現的話語，往往不過是某個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製造的意識形態，在本質上仍然是階級話語。在這個意義上，階級毫無疑問是各種話語的主體，是意識形態的主體，是翻譯行為的主體（這當然有賴於主體意識的覺醒）。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馬克思總是以階級目的去解釋翻譯中的“暴力”和“挪用”。
馬克思相信，在階級社會，統治階級掌握著國家權力並利用這種權力為自己服務。服務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利用暴力國家機器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反抗，二是利用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對被統治階級進行思想控制。所以，國家的各個場所生產的話語以及國家權力網路中各種身份生產的話語是統一的，它們不過是統治階級的話語，是統治階級整體意志的體現，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國家作為統治階級的總代表，維護和推廣統治階級的話語，反對和抵制被統治階級的話語。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國家有時候會認定某個權威翻譯機構，並資助這個機構對某些文本進行翻譯。這個機構負責提供權威性的、排他性的譯文（階級話語）並逐步建立翻譯規範（知識型）。凡不引用這些譯文或不遵守這些翻譯規範的書籍、文章，一律不能通過由國家控制的審查機構的審查。
福柯竭力將各種身份和話語“拉平”，但這種做法似乎並未一以貫之，特別是在譜系學著作中。例如，他認為資產階級為了發展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向無產階級灌輸有利於生產健康、馴服勞動力的性意識和倫理意識，並對無產階級的身體進行規訓：“古典時期，各種訓練機構迅速發展――學校、社團、軍營、工廠；在政治實踐和經濟觀察領域出現了出生率、壽命、公共衛生、居住、遷移這些問題，於是出現了以制服身體和控制人口為目的各項技術的大爆炸。”
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資產階級話語的大爆炸，人口學、生物學、醫學、精神病學、心理學、教育學、倫理學、經濟學、法學，統統被資產階級收編。這裏，福柯對身份多元性和話語多元性的強調一下子不見了，似乎只剩下利益不可調和的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
三、決定論
福柯反對意識形態概念的第三個理由是：“同作為經濟基礎或經濟、物質決定體起作用的某種東西相比，意識形態是第二位的。”
這裏所說的“第二位的”，至少有兩種含義，“被單向決定的”以及“可反向還原的”。福柯認為，與經濟基礎的、物質的東西相比，意識的、理論的東西也可以是決定性的。非話語事件只有進入話語，才能夠成為知識的物件，它只有在一種特別的話語構成中被表達出來，才能獲得某種意義和統一性。在詞與物的關係中，“物”必須首先進入“詞”，然後才可能是“物”，詞的秩序規定了物的秩序，規定了物的可能顯現方式。意識的、理論的東西不能還原為經濟基礎的、物質的東西，它們之間存在著某種形式的本體論空隙。因果法則的力量不足以穿透這個空隙。福柯對歷史上的話語的考察表明，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某些話語未必發生變化，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沒變，但某些話語可能已經改變，比如關於瘋癲的話語就是這樣。福柯使用知識型概念正是為了避免對話語進行還原論的理解。正如J.E.米勒所言，“從一種‘épistémè’轉入另一種，仿佛就是轉動萬花筒從而創造一種新圖案。圖案的演進不服從任何內在邏輯，不根據任何普遍的理性規範，也不表明任何較高的宗旨。”

福柯希望通過建構權力－話語（知識）的複合體避開決定論問題：在話語理論中沒有任何在先的決定性因素，知識和權力相互影響、相互包含、相互產生和相互決定。一方面，任何知識都是特殊權力機制的結果，另一方面，各種形式的知識本身就是權力的載體和權力可能的條件。“事實是，權力的行使創造了知識的物件，使它們顯形，積累資訊，並加以利用。如果不知道權力和經濟權力如何在日常發揮作用，就不可能懂得任何經濟知識。權力的行使不斷地創造知識，而反過來，知識也帶來了權力。”
“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係，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係就不會有任何知識。”
把話語歸結為階級話語，把階級話語歸結為階級權力，把階級權力歸結為經濟權力，經濟權力又決定了國家權力是維護還是反對某種話語，是對權力和話語的複雜關係做了過於簡單化的理解。
對福柯而言，權力無所不在，滲透到社會肌體的每個末端，遍及社會的每個領域、機構、場所、團體、個人，而不是集中在對經濟起支配作用的統治階級和國家手裏。某些權力可以為經濟基礎服務，用來維護和再生產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係以及統治階級話語，但首先要強調的是，權力多種多樣的，話語是多種多樣的。話語之所以不能還原為階級話語，首先是因為權力不能還原為階級權力。“在蘇聯社會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例子，即國家機器換了主人，但是社會的等級、家庭生活、性和身體則或多或少地同它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樣。你能想像權力的機制在蘇聯的技術員、工長和工人之間發揮的作用同我們這裏有很大的不同嗎？”

所以，“我們的分析不應該關心處於中心位置的受到調節的合法形式的權力，不應該關心驅使它們工作的普遍的機制，以及由此帶來的持續的效應。正相反，應該關注權力的極端狀況，權力的最終歸宿，權力的細微管道，也就是說，權力的區域的和局部的形式和機構。”
不要過分強調統治階級權力和國家權力的重要性，它們遠遠沒有涵蓋事實上的權力關係場。在它們之外，還存在無數的權力，正是這些權力構成了統治階級權力和國家權力存在的基礎。也不要過分強調國家對話語的控制能力，國家中並沒有一個權威性的機構或團體能夠長期維持某種權威性的話語，相反，總是有一系列相互爭鬥的機構和團體對某一事件提供種種說法。
所以，我們需要從最低的層面開始，歷史地調查權力的機制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以及話語是怎樣形成的。對瘋人的拘禁、對兒童的性的壓抑機制，最早只是父母、醫生所關心的事，是在社會的最基本層面上運作的，形成的是關於瘋癲、性的直接的、片段的話語（“機構內部的話語”）。只是在某一時刻，對身體和性的控制機制呈現出一種對資本主義發展有利的結果，展露出政治上的有用性並能夠帶來經濟利益，它們才被普遍的權力和國家體系所歸化和把持，才使得某種關於“規訓”和“懲罰”的話語成為資產階級的話語。因此，對權力和話語的分析應該從它的極限處，從無限小的機制和層面開始，考察它們不斷升級的過程，考察它們如何被更普遍的機制和層面利用、改造、轉移和擴大的過程，然後才是考察這些更普遍的權力機制和層面如何在權力的最細微的點上產生效果。
不能因為16、17世紀以來，資產階級一直是支配的階級，就將權力網路運轉歸因於它，就將所有的話語賦予階級性質。這種倒推的因果關係是有問題的。一個由複雜的權力衝突導致的結果不能只歸結為極為簡單的原因。每個權力都有明確的目的，但權力的衝突導致了一種意想不到的結果。這說明了任何權力都不是絕對的和不受限制的，也說明了話語可以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不必尋找保證權力合理性的最高機構。無論是統治的階層、控制國家機器的團體，或是那些做出最重要經濟決策的人，都控制不了在一個社會中發生作用的（同時也是使社會運轉的）權力網。”

雖然權力可以是生產性的，產生某種積極效果，讓人們樂於服從某些話語。但反抗無所不在。反話語無處不在。權力自身製造出來的話語並非總是維護權力自身，它也反對權力自身。我們不能說某個權力在話語的瓦解中起了關鍵作用，就像我們不能說某個權力在話語的形成中起了關鍵作用一樣。有時候，權力的衝突是以社會的二元的、大規模的分割為單位的，但在更多情況下，權力的衝突是無數個點在無數個領域、場所和團體之內以及之間進行的。這些衝突導致了團體的重新組合和個人在權力網路中位置的變動，也使話語發生某些改變，並最終導致知識型發生改變。
我們仍以翻譯為例說明權力和知識的關係。出版社（當然是權力機構）的某個編輯為一本書挑選譯者，首先考慮的是譯者的知識背景，如他關於源文內容的知識、語言知識等等。譯者的這些知識如同他要翻譯的文本中的那些知識一樣，如同那位編輯做出選擇所依據的那些知識一樣，都不是純粹的，都是特定權力機制的產物。譯者憑藉他的知識獲得了翻譯的權力，翻譯開始了。他大體上遵循流行的譯法，這些譯法之所以能夠流行，也並不是因為它們更真實地再現了源語，而同樣是某種權力機制篩選的結果。遇到困難，他去諮詢別人，被諮詢的這個人比譯者有更多的知識，也就有更大的權力。
翻譯完成，譯稿拿去出版，出版商、贊助商、評閱人、編輯、審查機構，都有可能要求他做出某些修改，而他為了能讓這本書出版，也只好屈從他們的意見。修改後的東西肯定不是他最初設想的東西。書出版以後，某些新譯法因為和主流譯法不同而引起了討論，人們憑藉各種知識發表各種意見，最後，新的譯法占了上風，而這不過意味著支持它們的權力獲得了勝利。這個權力可以是政治權力（新譯法產生了對統治階級有利的效果而受到推崇），可以是學術權力（某些學術權威利用他們掌握的雜誌大力推廣他們認為正確的新譯法），可以是經濟權力（它買通了政治權力和學術權力），也可以是其他我們想像不到的權力形式。勝利的譯法並不能長久維持，反譯法總是不斷出現。突然有一天，我們發現一種更新的譯法取代了原來的譯法而成為主流。
“反決定論”引起的問題是，將權力與知識並置的兩元論能否堅持到底？能否對權力的權重做出區分？各種權力在本質上是毫無差別的嗎？話語是偶然的嗎？話語的自主性是不是必然意味著決定論的失敗？歷史的發展有無規律？
馬克思一點也不否定意識形態的巨大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作用，否則便不可能理解為什麼馬克思如此看重“武器的批判”，如此看重無產階級意識的啟蒙，以及為什麼把《資本論》（第一卷）從德文到法文的翻譯變成了有目的的重寫。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區別於機械唯物主義之處就在於它堅持“一切因素交互作用”的辯證法。把談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交互作用的歷史唯物主義稱為經濟決定論可能是一種誤解。無論如何，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畢竟還是決定論的。意識形態力量的大小和發揮作用的方式必須與經濟基礎聯繫起來考察，必須與受經濟基礎決定的國家權力聯繫起來考察。
在福柯看到話語的偶然性的地方，馬克思看到的卻是必然性。權力的衝突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恰恰說明規律在起作用。個人分屬於不同階級，個人動機最終追溯到階級動機。對於人文社會科學文本的翻譯而言，哪些譯法能夠在互相競爭的譯法中冒出來，成為主流話語，完全可以用與經濟基礎有關的統治階級權力來解釋。
福柯並沒有成功地回避決定論問題。在權力和話語的關係當中，他無疑更強調權力的決定作用，無論是《規訓與懲罰》，還是《性史》（第一卷）中，我們都很難看到話語對權力發生了哪些實際的影響，相反，福柯到處都在展示各種各樣的權力機制（甚至是最微小的權力機制）對於各種各樣的話語的得意洋洋的勝利。
    通過以上的解讀可以看出，福柯的話語理論是個充滿矛盾的體系。這些矛盾至少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馬克思的影響無法擺脫。正如福柯本人所承認的那樣，“如今在寫歷史的時候，不可能不運用到直接地或間接地與馬克思思想相關的一系列概念，也不可能不置身于一個馬克思曾描述、定義過的境域中。說到底，做個歷史學家和做個馬克思主義者是否有所不同，是值得懷疑的。”
這種態度使得我們有可能在馬克思的“權力的宏觀物理學”與福柯的“權力的微觀物理學”之間尋求一種結合。第二，同一作者的文本並不能構成一個整體。傳統的作者觀將作者視為一種分類方法，同一作者名下的那些作品被認為具有同質關係、衍生關係、相互解釋關係、證實關係、共同利用關係。福柯認為，這些關係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在一個眾所周知的段落中，福柯甚至挑釁性地宣稱自己正是為了破壞整體性而寫作的，“毫無疑問，我並不是唯一一個為了消除固定形象而寫作的人。不要問我是誰，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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